
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

孙　　华

摘　要：三星堆国家是商代前后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中心、势力范围覆盖整个

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古代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由 “笄发”和 “辫发”的

贵族集团共同执政，他们分别执掌着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像

群就是这种政治结构的证明。三星堆国家对内由神权贵族通过宗教祭祀进行管理，

对外则派遣军队掠夺资源并控制地方，因而只有少数的军事据点，缺乏基层聚落。

由于长期的超经济暴力杀掠，导致了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的消失，三星堆文

化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小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时期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的作战武器主要是短剑和戈，并可能有象

兵参与作战，三星堆埋藏坑具有护卫象征的象牙和礼仪性的铜戈，就有当时武装力

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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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３４年美国学者葛维汉首次发掘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并提出 “广汉文化”的
概念以来，考古学家已经在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８８个年头了。由于三星堆遗址

１９８６年两个埋藏坑和２０２０年六个埋藏坑的发现，造型奇异的青铜像设和青铜器具，

数量众多的玉石礼器、金器和象牙等，使得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声名远扬，也
使得学术界一度将三星堆文化视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将三星堆国家定义为相当
繁荣的成熟国家。不过，随着田野工作的拓展和考古研究的推进，有一些现象已经
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现象之一是，在三星堆遗址内或三星堆文化分布区，

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出土有较多青铜器外，其他地点都极少发现青铜器，

以至于有研究者做出了三星堆社群使用的青铜器都是长江中游专业社群帮助铸造的

推断；现象之二是，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这样的大型邑聚，该邑聚具
有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中心都城的规模，但其下却极少二级、三级的多层次邑聚；

现象之三是，自三星堆大型城邑出现、三星堆文化崛起以后，原成都平原乃至于四
川盆地星罗棋布的城邑和聚落都消失不见，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这些聚落又纷纷
出现。诸如此类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三星堆这样一个具有早期国家发展程度的国家
结构和特点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将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呈献给学术界，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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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参考和批评。①

一、三星堆国家的中央权力

三星堆文化是在四川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青铜文化因素
（尤其是技术和艺术）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在四川本地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村文化

向三星堆文化过渡期间，也就是考古学界所说的 “鱼凫村文化”的时候，② 成都平

原的邑聚尽管仍然保持着先前那种死者墓葬散布在生者居室周围的习惯，但居室和

墓穴往往变得更大，墓葬排列也从散乱变得整齐，墓葬随葬品也稍微多了一些，一

些先前不见的随葬品开始出现。例如，在三星堆仁胜村的墓葬中，就出现了圆扣状

首的玉笄、斗笠状的白陶饰等，陈德安指出，这两类物品都来自长江中下游或黄河

中游地区，后者只见于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可见在鱼凫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

现远距离贸易和文化交流，有来自东方的产品甚至人群来到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中。

到三星堆文化时期，先是出现了更多的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陶器的封口袋足盉、

细高柄豆、镶嵌松石铜饰牌等；其后又出现大量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因素，如

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尊和罍等，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遥远南亚印度洋海滨的海

贝在三星堆埋藏坑中发现。三星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三星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有资源、技术和艺术的因素随着交流

和特定人群的移动外，成都平原本地宝墩村文化内部多个彼此对立的城邦逐渐归并

为两三个，最后集中为三星堆古城。这个过程，说明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这个古代

王国，其人群构成绝对不会是单一的，他们中间既有来自黄河中游二里头文化分布

区域的中原古族，也有四川盆地本地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的古族 （应当还有渝

东岭谷和川中丘陵地区哨棚嘴文化的古族）。即使四川盆地中心地区的古族，他们的

族系构成也不是单一的，在三星堆文化以前的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时期，成都

平原应当就有多个族群，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古城为中心，

彼此之间还很可能存在着敌对情绪甚至处在一种对立状态。③ 尽管目前从遗留下的

·４６·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本文所引三星堆一、二号埋藏坑的材料均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 《三星堆祭
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为避免重复，下文凡引该书材料处均简注书名、
页数和图号。
鱼凫村文化是以四川温江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既有宝墩村文化特征，又有三
星堆文化因素的一种文化遗存，故又称 “鱼凫村三期文化”。鱼凫村文化的年代范围在
公元前１８００—前１６００年前后。
关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的各个古城的原住民，他们彼此之间究竟处
在统一的联盟状态，还是处在一种各自为政的对立状态？我们认为他们处在一种相互



相同的文化遗存来看，他们之间还很难区分为不同的古族，但我们应当知道，先秦
古族远远还没有结成稳定的族的共同体，考古学遗存中能够保留下来的 “硬遗存”①
也不容易透露出古族的属性信息，我们拿陶器等遗物作为主要文化指征规范出的一
种考古学文化中，通常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族群。从古代统一事业的发展状况来
看，一个区域的古族数量总是由多到少，由多元到一统。② 以中国的腹地黄河中下
游地区为例，夏商周时代还存在着许多古族或古国。对于中原地区这种古族或古国
林立的状况，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所谓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③ 周武王伐商之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
侯”。④ 当时古国或古族当然不会太大，就像 《战国策·赵策三》所说：“古者，四
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样的状况在
四川盆地当然也应当存在。据曾经致力于四川古史研究的蒙文通考证，即使在战国
时期的巴蜀地区 （即四川盆地一带），国名或族名保留至汉晋时期的就 “有百多个小
诸侯存在”。⑤ 可以想见，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四川盆地，古族或古国也应当是很多
的。这些古族绝对不会仅限于四川古史传说中的 “蚕丛”“柏灌”“鱼凫”等蜀王族，

只是这些古国和古族的名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不过，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
坑出土的发式不同、服饰有别的大量青铜人像，却给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三星堆王国
中的古族构成提供了难得的视觉材料。

我们考察没有文献记载的古代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运行情况，主要依靠考古材
料反映的些许信息，结合后世文献关于当时国家中央权力机构的运作方式、民族志
材料反映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对落后地区的酋邦或国家权力构成及其施行机制等，做
出一些可能性的推论。考古材料能够反映古代国家中央权力的材料，主要体现在古
代国家的中心都城遗址和陵墓内，都城内又集中在宫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布局所
体现的权力思想，陵墓则是主要陵墓与附属墓葬体现的主从关系，及随葬器物和图
像纹饰所反映的权力拥有、等级关系等方面的信息。不过，受制于建筑基址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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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敌对的战争状态，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从宝墩村文化到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古
城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多个分中心逐渐转变为两个更大的中心，三星堆文化时期更形
成了单一的中心。

①　 “硬遗存”是指不易毁坏、可以长久保存的无机质遗迹和遗物，如陶器、石器、房基等。
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７页。
类似记载在先秦文献中多见，如 《左传》哀公七年：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
国。”《战国策·齐策四》：“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淮南子·修务训》：“（禹）
治平水土，定千八百国。”等等。
《史记》卷４ 《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０页。
蒙文通：《巴蜀史问题》四 “巴蜀境内的小诸侯”，蒙文通著，蒙默编：《蒙文通全集》
第４册，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３—１１７页。



状况和研究者的认识局限，关于一组建筑基址的功能经常就会有朝宫、寝宫、宗庙、

社稷等不同的看法，更难以判断其中的国家中央权力分配、权力关系和权力运行等

情况。古代陵墓规模较大，考古工作很难全面揭示整个陵园或墓地；陵墓在历史上

多遭盗掘和破坏，随葬品大多保存不全，再加上中国古代的高品级器具，一般都是

承载酒肉谷物等食品的容器以及相关器具，这些器具上的装饰图案也都是程式化的

抽象装饰图案，很少有反映社会生活场景的雕塑和图画。所有这些，都制约着我们

通过考古材料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国家中央权力分配和权力关系的理解。我们对

考古信息量非常丰富的二里头文化国家的理解，有可能就是延续着对有文字记载的

安阳时期商文化的解释模式，但二里头国家是否采用与商王朝同样的中央政治，这

就很难预判。非常幸运的是，三星堆文化尽管没有发现文字，但考古学家在三星堆

遗址发掘到了８个埋藏坑，这些埋藏坑中的埋藏物原先应该是三星堆国家神庙内的

一整套像设、陈设和礼仪用具。这些像设中的真人大小的全躯大立人铜像、铜木复

合的铜人头像、表现仪式场景中多个人物的铜组像等，表现的都是不同等级、不同

社群、不同职业的三星堆统治阶级成员在祭祀场所中的形象。包括这些像设在内的

三星堆祭祀区神庙中的全部器具，因某种缘故遭到损坏后，被三星堆人一次性埋藏

起来。这些埋藏没有被前人发现、挖掘和利用，基本完整地保留至今。如果将这些

埋藏坑全部发掘，把所有出土文物全部修复，这对于认知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机构

的构成，无疑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

三星堆埋藏坑文物关于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机构信息，集中体现在青铜人头像、

场景组合人像、青铜动物杖首和包金图案等类型的文物上。

我们首先从三星堆埋藏坑铜人头像的种类和数量关系来看。迄今为止，三星堆

埋藏坑出土的大量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像，除了一件站在双层座子上的高１．８米的大

立人铜像外，① 其余都是脖颈以上为青铜铸造，肩部以下为木材雕刻的复合人像。

木质的身躯遭受火烧和朽蚀，现在只有铜人头像保存下来。这些铜人头像数量较多，

从已有考古报告的一、二号坑的材料来看，铜人头像共５７件，其中一号坑１３件、

二号坑４４件。两个坑所出铜人头像有多种形态，但从头发的发式来说，不外乎两

种：一种是人脑后拖一条辫子，我们下面简称 “辫发”，其数有４８件 （一号坑９件、

二号坑３９件）；另一种是把头发卷在头上用发笄或带子等物件进行约束，也就是不

拖辫子的，我们下面简称 “笄发”，其数有９件 （一号坑４件、二号坑５件）。后者

包括头顶戴索辫状箍、脑后有蝴蝶结装饰、前额两鬓角有如双角高高耸起的，这些

都可以视为没有辫子类 “笄发”下的一种变体。从已知的不完全的统计数据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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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立人铜像高１．８米是包括了头上戴的神面冠，如减去头冠的高度，则立人高约１．７
米，这通常是一个成年男子的高度。（参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１６２—１６４页，线图八
二，图版五七、五八，彩图４０）



三星堆埋藏坑内真人大小的人像以辫发者占绝大多数，笄发者数量较少，二者的比
例大约为８０％和２０％。如果这些人像是三星堆都城内贵族阶层的写照，从这个统计
数据，我们会得到三星堆国家的统治者是由辫发和笄发的两个社群所组成，并且辫
发社群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印象。（图１）

图１　三星堆辫发和笄发铜人头像举例

　　　注：１、２分别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１７５页图八九、第１８４页图一○一。

不过，如果我们接着将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所有可以辨识发式的人像合并在一
起来考察，也就是将所有发式清楚的真人大小人像和各种小型人像合在一起统计，

那么，两个坑的辫发人像数量没有增加，仍然是４７例，但笄发人像的数量却增加了
许多，由９例增加到２４例，多了１５例。① 另在一号坑中发现了１例散发且头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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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１５例没有辫子的笄发小铜人像都出自二号埋藏坑，它们是：披甲力士铜像 （Ｋ２ （３）∶
２９２－２）１件，鸟冠铜人像 （Ｋ２ （３）∶２６４）１件，镂空器盖 （Ｋ２ （３）∶４８）顶尊跪
坐铜人像１件，ＩＩ号大铜神树 （Ｋ２ （３）∶１９４）底座跪坐人像３件，兽座方尊形铜熏



卷的小跪坐铜人像，①新发现的三号至八号坑中也有数例散发铜人像。小型铜人像
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或具有神话色彩的单
体铜像全部都是笄发者，一、二号坑没有见到一例辫发者，只在八号坑发现两例身
着华丽法服、手持龙形或鸟形仪仗的辫发铜立人像，其姿态和服饰与先前二号坑的
大立人铜像相同，只是体量大小差别较大且发式有别。这些笄发的铜人像好像都身
处比较肃穆的礼仪场所，如二号坑那件身着华丽的礼仪服装、双手举在胸前、站立
在高台之上的大立人铜像 （Ｋ２ （２）∶１４９、１５０），二号坑头戴鸟头冠、双手举胸前
的铜立人像 （Ｋ２ （３）∶２６４），三号坑新出头戴尖脊帽，上身裸露、身着短裙、叉
手而立的小铜人像 （Ｋ３ｑｗ∶１００）等。这种现象传达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这就是
在三星堆王国的统治阶级内部，笄发和辫发这两个社群的分工是不同的，笄发的社
群有可能是掌握神权、从事原始宗教职业的社群，他们构成了三星堆王国的祭司或
巫师一类的神权贵族集团。与此相对应，三星堆统治阶级中那些辫发的社群，恐怕
更多的是从事行政事务的管理，并掌握着军事事务的世俗贵族集团。（图２）

同一个国家的都城内的不同职业或不同执掌的统治阶级，他们完全可以是梳着
相同发式，穿着同样衣服的人群，为什么三星堆人要用不同发式来强调二者的不同
呢？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两种发式标识着三星堆国家两大不同的族群。发式和
服饰在早期社会中往往是族群重要的外部识别标志之一，掌握着宇宙知识、礼仪知
识和艺术表达的族群，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宗教、祭祀、教化等权力，这是完全可能
的。有学者认为，人类最基本的区别是性别差异，三星堆文化的辫发和笄发人群是
三星堆人男、女性别的反映。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古今艺术在表现男、女性别差
异时，主要还是表现男、女的外部生理特征，而在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像中，无论
是辫发人像还是笄发人像，都没有特意表现女性的显著外表特征。唯一的似乎有点
女性特征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其裸露的上身表现了不太凸显的胸部乳突，该人像究
竟表现的是女性，还是胸肌发达需要负重的男性，也还不能完全确认。顶尊跪坐铜
人像属于笄发类型，如果该发型是女性的发式的话，其他笄发人像也应当是女性
（或至少还有女性）可以辨识才是，然而所有笄发人像都胸部平坦，没有任何女性特
征，这就很不合理。笄发与辫发的区别是族群的不同，而不是性别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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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 （Ｋ２ （３）∶２６４）中层鸟妆人像２件、尊腹跪坐人像５件和底座牵兽人像 （Ｋ２
（３）∶２９６－１）１件、持璋跪坐人像 （Ｋ２ （３）∶３２５）１件。我们的统计都是以报告
所报道的实物为依据，如果有些铜器被复原，笄发小铜人像数量还应更多一些，例如
兽座方尊形铜熏炉中层的顶尊人像残件有２，复原应该有４；上层方尊尊腹一面有５个
跪坐小人像，四面就应有２０个跪坐小人像。

①　文字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２６页，图见２９页图一八、图版五·３、４。在三星堆新发现
的埋藏坑中，有新发现的散发上卷、散发直立等新的发式，可以归为新的一类———散
发铜人像。这类发式的铜人体量都不大，地位似乎比较低，不属于三星堆的统治阶层。



图２　仪式场所的笄发铜人形像

　　　注：１—６分别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２３５页图一三三、第１７０页图八六、第２３４页图一三○·１、第１６７

页图八四、第２３３页图一二九、第１６２—１６３页图八二。

模仿真人体量的铜或铜木复合的人像群是以辫发占绝大多数，在表现仪式场合
的小铜人像中却几乎都是笄发人像。① 这个现象说明，笄发人的社群尽管在三星堆
统治阶级中只占少数，但他们却垄断着宗教祭祀等领域。三星堆埋藏坑是三星堆古
国毁弃神庙的埋藏坑，所埋藏的像设和器具都是宗教祭祀场所的物品，在这个特定
场所出土的表现祭祀礼仪的小铜人像都是笄发人像，这也合情合理。如果我们的推
论不错，三星堆古国的统治集团就是由人数占多数的辫发族群和人数占少数的笄发
族群组成，两者有着权力上的分工合作，辫发族群的统治群体分管世俗事务，而笄
发族群的统治群体分管宗教事务。三星堆古国的国家是贵族分权而非王权一统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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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最新发掘的三星堆八号坑中，有两件手持龙形和鸟形仪仗的辫发铜人像，这是三星
堆埋藏坑迄今发现的仅有两例表现参加仪式活动的辫发人像。笔者认为这两个铜像可
能是三星堆国家世俗贵族首领的形象，世俗贵族当然要参加国家的重要祭祀仪式，有
辫发中型铜立人像作为笄发的大立人铜像的辅助出现在宗教祭祀仪式场所，这也是合
理的。该现象为笔者参观三星堆埋藏坑发掘现场所见。



期国家。

在三星堆埋藏坑中，已经出土的可能是权杖的青铜杖首有两件。一件是一号坑

出土的攀龙铜杖首，杖首主体呈倒置圆筒状，筒的一侧有一条龙形的动物正在向柱

帽顶端攀爬，上肢及头部探出柱帽之上，銎口最大直径不超过９厘米，通高达４０．５
厘米。① 该攀龙铜杖首原来应该套在一根粗大木杖的顶端，木杖身已经损坏无存，

但铜质的杖首、杖尾及其附属铜饰件却保存了下来。笔者曾经主张将此攀龙铜杖首

与同坑出土的歧身铜虎座等组合在一起，复原成为上龙下虎的龙虎杖。② 杖首是龙

这种超自然的神异动物，表达的应该是对龙的尊崇，持握这柄粗大龙虎杖的人也应

该拥有镇伏老虎的力量和权威。另一件是二号坑出土的鹰首铜杖首，杖首呈连带部

分鸟颈部的鸟头造型，鸟喙大且下勾，头上有低矮的一道羽冠延伸至脑后，下端为

略呈椭圆形、三面有卯孔的銎口，直径在１４厘米左右，通高４０．３厘米。③ 该铜杖

的鸟首酷似老鹰，造型非常精炼传神，是一件艺术精品。由于鹰的脖颈粗大，它的

脖颈銎口下可能直接是木质的柱状杖身，也可能在木质杖身的上端还雕刻有鹰的身

躯。三星堆人本来就崇拜鸟，鸟既是太阳的化身，又是主神的形象，两棵铜神树上

的太阳鸟也都是勾喙的造型，当时的权贵首领持握着这柄粗大的鹰首杖，就具有凭

借神鸟的力量与鸟形的至上神沟通的象征意义。三星堆埋藏坑既出土了龙首杖，又

出土了鹰首杖，如果这两种权杖分别持握在拥有世俗行政军事权力和拥有宗教祭祀

权力的贵族首领手中，它们就分别具有不同的权力象征意义。如果这种推论不误，

两种动物杖首的存在，也可作为三星堆国家中央权力两分的一个证据。

三星堆一号坑还出土有被报告称之为 “杖”的黄金器具 （Ｋ１∶１）。美国学者杜

朴认为，“这根纯金管中发现的木质炭化物碎片说明，它原来是某种木质物的鞘，在

器物坑中其附近发现的龙形饰物可能也是这一原始组合的一部分”。④ 如果这是龙首

杖的组成部分的话，这也只是杖身中段外面包的金皮 （从直径来看，很可能还不能

完全包裹木杖身），本身不具备独立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该金 “杖”的图案：该图案

的最下方是两个具有人神双重特点的人头像，在人头上两两相对排列着四根带羽箭，

每根箭的前端射入一条鱼的头部，箭杆的后面各有展翅的飞鸟一只。⑤ 金 “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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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３４页，图二○、彩图７。
参见孙华：《三星堆出土爬龙铜柱首考———一根带有龙虎铜饰件权杖的复原》，《文物》

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参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３３２、３３３页，图一八三上。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Ｔｈｏｒｐ，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ｉｔ　ａｔ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Ｇｕａｎｇｈａ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ｄ．Ｘｉａｏｎｅｎｇ　Ｙａｎｇ，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ｏｆ　Ａｒｔ．ｅｔ．
１９９１，ｐｐ．２２６－２２７．
参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６１页，图三四·１，拓片七。



的图案实际上可以分为左右两组，每组一人头像、一鸟、一带箭鱼；鸟与带箭鱼纹
重叠在一起，而人头像距离前者较远。考虑到以后金沙村遗址的同类图案中，还有
省略人头只保留鸟和带箭鱼图案的现象，① 鸟与带箭鱼的组合应该是该图案的核心。

由于这样的图案反复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村遗址的高等级器物上，该图案当然
不是一般的装饰，而很可能是标志族群名称甚至国家名义的一个徽号。应该注意的
是，鸟与带箭鱼的徽号也是由鸟和被箭射中的鱼两个图案组成，二者可以分别独立。

在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有亲缘关系的陕西宝鸡 氏墓地中， 伯作铜器的
“ ”字就是从弓从鱼，可以视作符号化的弓与鱼组合的会意字，表达射鱼之意，射
鱼图符可以视为三星堆国家的一个社群或族群的徽号。同样，鸟这个图符，无论是
将其视作阳乌、鱼鹰还是凤凰，都可以独立作为一个社群或族群徽号。由这两个徽
号组成的金杖徽号，可能当初想要表达的就是两个社群或族群联合的意义。（图３）

图３　金杖族徽图案的分解与简化

　　　注：１、２、３、４、５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６１页图三四·１；６见 《宝鸡 国墓地》第２９页图二一·１。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综上所述，三星堆国家是两个贵族社群联合执政的国家政权。射鱼徽号的社群，

可能就是掌握着世俗行政权力的辫发族群，他们的首领持握着龙首杖作为标识；②

而三星堆鸟徽号的社群，可能就是掌握着宗教祭祀权力的族群，他们的首领持握着
鹰首杖作为标志。在三星堆八号坑新出土的铜人像中，有一件辫发铜立人像，人像
的双耳耳垂插有尖端向前的獠牙耳饰，头戴高冠，高冠顶端前倾，身着多层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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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
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３—２６页。
八号坑中出土的手持龙或龙形器具的辫发带冠人像，此为笔者参观八号坑时所见。



（这件铜人像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照片不清，究竟几层衣裳无法判断，但至少有两
层），双臂举在胸前，手中持有一条头下尾上的龙。该铜像或可作为三星堆辫发族群
首领手持龙虎杖的形象写照。这种由世俗贵族和神权贵族组成的统治集团，是三星
堆国家中央机构的基本权力结构。这种分权的国家中央权力构成，只要能够保持权
力的平衡，当然有各司其职的优点；但如果某一方试图涉足另一方的执司范围，这
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就可能导致内部的动乱。三星堆埋藏坑的出现，三星堆邑聚的
衰落，三星堆国家的瓦解，其原因可能就是中央权力失衡后的内部动乱所致。

二、三星堆国家的中央与地方

三星堆埋藏坑发现以后，大量的青铜、玉石、象牙和少许黄金等珍贵物品给人
们一个错觉，那就是三星堆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三星堆国家是一个相
当成熟的古代王国，三星堆王国的绝对王权已经确立。也正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当
人们看到青铜铸造的站立在双层高台上，身躯与真人大小差不多，身着三层华丽的
衣服，双手举在胸前似乎握着一件礼仪器具的大立人铜像的时候，就自然将他看作
三星堆王国或古蜀王国的王者形象，或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① 直到最近十多年来，

随着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材料迅速增多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
开始注意到，与先前的宝墩村文化和以后的十二桥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遗址数
量和密度都异常稀少，② 与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埋藏坑给人的印象形成过于强烈的
对比。（图４）

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城三星堆城，其规模大大超过了之前的宝墩村文化的城邑，

但在这座都城之外，我们只看到有一些都城的卫星邑聚依附在三星堆城周围，这些
邑聚的分布范围仅局限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在远一点的岷江冲积扇就基
本不见典型三星堆文化的遗址存在。目前成都平原内可以明确为三星堆文化的遗址，

除了三星堆遗址之外，仅有什邡市箭台村、星星村，广汉市高骈公社、烟堆子、联
合遗址计５处。③ 广汉高骈公社曾出土过铜、玉礼器，遗址等级稍高，其他４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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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参见于孟洲、夏微：《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变迁的相关问题———从金沙遗址兰苑地
点谈起》，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南方民族
考古》第７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５—１８４页。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市箭台村遗址Ⅳ、Ⅴ、Ⅵ区发掘简报》，《四
川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２期；金国林： 《发现三星堆古城周边的平民聚落》， 《大众考古》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９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２００４年广汉烟堆子遗址商周时期遗迹发掘简报》，《四川文
物》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周洪双：《三星堆东北方发现新石器至明清不间断文化层》，《光明
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第９版。



图４　成都平原史前遗址分布比较

　　　注：四幅底图为彭思宇提供，拼合并省去原图的遗址编号。

址应该都是平民聚落。上述５处地点与三星堆城之间的直线距离均不超过２０千米，

均坐落于三星堆城的北面鸭子河与石亭江之间，如果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国家都城

的话，这些遗址就都位于京畿地区，有拱卫都城之势。在成都平原，还发现有不少

介于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之间过渡阶段的遗址，其数量达５１处之多，是典型三

星堆文化遗址的十倍，这些遗址不仅分布在沱江冲积扇上，也分布在岷江冲积扇

上。① 显而易见，三星堆文化遗址很少，直到该文化行将过渡到下一个文化时期时

遗址数量才迅速增加。这种增加不是该区域三星堆社会因人口繁衍导致的聚落自然

增加，因为在三星堆文化以前的成都平原，宝墩村文化的遗址也是星罗棋布，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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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彭思宇：《先秦时期四川盆地聚落的变迁》（即刊 《南方民族考古》），该文统计及
表述较本文略有增改，但遗址文化性质和年代经笔者与彭思宇共同讨论。



布广度和密度远超三星堆文化。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平原已经发现三星堆文化以前

的史前文化遗址７４处，其中早于宝墩村文化的桂园桥文化只有４处；宝墩村文化早

期即一、二期的遗址也只有１０余处；到了宝墩村文化晚期即三、四期，① 成都平原

的遗址数量和密度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增长，已知遗址或地点共６７处 （有些遗址延续

时间较长，同时具有宝墩村文化早、晚期的遗存）。值得注意的是，桂园桥文化遗址

只见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地带，属于沱江和岷江冲积扇偏上的位置；宝墩村文化早

期遗址主要集中分布于平原西北、西南地势较高的区域，有土筑城垣的城址占一定

比例；② 从宝墩村文化晚期即三期开始，三星堆遗址可能已经成为沱江冲积扇区域

中心聚落，③ 以岷江冲积扇和沱江冲积扇这些规模较大的聚落和设防城邑为中心，

周围散布着小型无城濠聚落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聚落形态，那时的人群也开始从

平原中部高处向地势平缓且多水的东南部 （也就是郫都区、成都市区、彭州、新

都、青白江、温江等地）扩展，这可能与水稻的广泛种植有关。从三星堆文化之

前成都平原史前聚落的演化进程来看，这是一个聚落数量从少到多、空间从西北

到东南、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演化过程。随着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三星堆中

心都城的崛起，成都平原先前的文化演变和聚落发展进程戛然而止，岷江冲积扇

上原先的城邑、村落都消失不见，只有三星堆城所在的沱江冲积扇上还有少许聚

落。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遗址的这种分布现象，不可能是考古工作不到位的结果，

因为成都平原中部的岷江冲积扇是四川首府成都市的所在，这一区域近三十年来

的城市基本建设规模和强度，都远超过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沱江冲积扇。另一方面，

成都市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城市建设和基本建设场地考古

前置的地方法规，建设之前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后的停工发

掘等，都有相应的规程，因而城市建设和基本建设中的考古项目在全国首屈一指，

发现的古代遗址数量众多。无论是宝墩村文化时期的遗址，还是十二桥文化的遗

址，其数量和密度都相当大，不可能恰好二者之间的三星堆文化的遗址没有被我

们发现。

类似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前后遗址的分布现象，也见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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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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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到了宝墩村文化第四期，无论是聚落结构、墓葬形态还是文化因素都发生
了较大变化，将其单另出来作为一个过渡文化 “鱼凫村文化”，也有其合理性。早就有
学者提出了 “鱼凫村三期文化”或 “鱼凫村文化”的命名，可以采纳。参见李明斌：
《试论鱼凫村遗址第三期遗存》，《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李明斌：《再论温江鱼
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华夏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１期；雷雨：《浅谈三星堆遗
址 “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 “鱼凫村文化”》，《四川文物》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参见冉宏林、雷雨：《浅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城址特征的变迁》，《四川文物》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参见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盆地其他区域。在盆地内盆中丘陵地区，目前可以确定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仅有涪江
流域的盐亭县麻秧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涪江支流梓江流域的大坡山曾出土一组石
璧；① 近年又在梓江阶地的张家坝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三星堆文化遗址。② 大坡山
石璧发现地点距离张家坝遗址不远，后者在江边阶地而前者在阶地外丘陵，二者应
该具有邑聚内外的功能上的联系。在盆东岭谷地区，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的遗址也发
现很少，已经发现的可以确认有三星堆文化堆积的遗址有重庆江津区大土遗址、③

涪陵区蔺市遗址、④ 万州区中坝子遗址、⑤ 云阳县大地坪遗址、⑥ 丝栗包遗址⑦共５
处。到了盆地边缘的奉节县以东的长江沿岸，三星堆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异，整个三
峡地区都是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文化的交互作用区。（图５）三星堆文化走向衰落
后，也就是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时期，四川盆地其他地区与成都平原一
样，出现了聚落迅速增加的文化复兴现象，已经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址大大超过了
先前的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已达５３处。这些遗址不仅分布在盆地内的沱江、

嘉陵江流域和长江干流沿线，在盆地西缘的川西南山地，西部的青衣江流域的四川
雅安、洪雅，西南的大渡河流域的汉源、石棉，长江南岸支流乌江流域的重庆酉阳
与贵州沿河，贵州东北部锦江流域的铜仁，贵州北部高原赤水河流域的习水，西部
山地的毕节也都发现了本时期的遗存。三星堆文化强盛时期与衰落以后的时期，遗
址的数量和分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星堆文化遗址数量极少，除了个别遗址散布距离三星堆遗址较远的四川盆地
其他地方，其他都集中在三星堆城周围，这个现象应该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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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赵紫科：《盐亭县出土古代石璧》，《四川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盐亭张家坝遗址的资料在媒体已有报道，考古报告尚未刊发，该遗址的文化性质，主
要根据调查者的判断。
参见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考古·重庆》２００７，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年度工作简
报》，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１８页。
参见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涪陵区文物管理所： 《涪陵蔺市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
局、重庆市移民局编：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１９９８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８１３—８３３页；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区博物馆：《２０００年度涪陵蔺市遗
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２卷》，北
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３３—１７１５页。
参见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 《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
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１９９７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３４７—３８０页。
参见株洲市博物馆等： 《云阳大地坪遗址２００３年度第二次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
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３１６６—３２３９页。
参见罗二虎：《云阳县丝栗包新石器时代至唐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
年鉴２００５》，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图５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分布

　　　注：该图为彭思宇提供。

三星堆文化遗址这种异常分布现象，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并对导致这种现象的

原因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于孟洲首先提出，成都平原内三星堆文化聚落的稀少可能

与人口东迁峡江地区有关，而三星堆文化以后聚落数量的增加则与峡江地区人口迁

入成都平原有关；① 以后于孟洲又重新审视了三星堆文化的遗址，对先前观点进行

了修正，提出三星堆文化晚期通过祭祀与宗教，凝聚并整合了三星堆文化的人口，

从而使得聚落数量迅速增长。② 江章华则认为，三星堆文化聚落模式的形成原因不

外乎岷江流域洪水频发、外来文化驱逐了土著的宝墩文化人群、社会趋向集中管理

与推行神权政治等；而三星堆文化聚落模式的最后消失不外乎洪水不再频发或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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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于孟洲、夏微：《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变迁的相关问题———从金沙遗址兰苑地
点谈起》，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南方民族
考古》第７辑，第１６５—１８４页。
参见于孟洲：《三星堆文化东向扩张的原因分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
究》第２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５３—２６２页。



能力的增强、鄂西人群西迁成都平原、王权与神权的分化等。笔者先前也曾提出这

样的推测：三星堆文化聚落异常稀少的原因可能是三星堆国家对势力所及区域严格

管控的结果，军事的掠夺和超经济的压迫，破坏了三星堆文化区社群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人们有的被杀掠，有的远走他方。①

在以上多种解释中，三星堆人口的整体迁出和迁入的解释，恐怕要首先排除。

人口从一个地区迁到另一地区，就会在新的地区出现相应文化的聚落并留下遗址，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这种人口迁徙联动现象的物质证据，难以说明宝墩村文化以后聚

落普遍消失的现象。不过，在三星堆文化的晚期，的确出现了大量新的文化因素，

这种新文化因素从具有殷墟早期风格的青铜器开始，到三星堆文化末期还出现了新

样式的陶器。正如不少学者都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新文化因素主要来自长江中游

地区，包括青铜冶铸工艺甚至工匠都有可能来自长江中游一带。正是有这样新的人

群进入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城，才导致三星堆文化晚期的一些变化，导致十二桥文

化新因素的出现和形成，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了将三星堆文化晚期与十二桥文化早期

合并作为一个文化 “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动议。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四川盆地

相邻的陕西南部汉中盆地一带，也是在殷墟早期前夕开始出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青

铜文化因素，其中一个主源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从而形成了以城固和洋县为中心的

宝山村文化。③ 宝山村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艺术样式主要来自商文化及其长江中

游的文化变体，而殷墟早期前后这个时间节点，正是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和晋陕

地区全面退缩的开始。与商文化这种全面退缩相呼应的，就是长江中上游和陕西关

中平原地方文化的崛起，江西赣鄱地区的吴城文化、湖南洞湘地区的费家河文化、

陕西汉中地区的宝山村文化、陕西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等都兴起于这一阶段，四川

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也在这个阶段发生了较大的变异。显而易见，这些地方文化的兴

起，与商文化的退缩、商王朝国力的减弱或统治模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一种可

能的推测是，在这个以商王朝为主导因素的变化的历史背景中，原先在长江中游生

息的掌握了领先青铜冶铸工艺的族群或社群，有一些跟随商人退回到商王朝统治的

中心区，有一些则留在长江中游地区当地国家或族群中，还有一些则因为不同的原

因被陕南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国家所吸引或被强迫，成为包括三星堆国家在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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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四川大学
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南方民族考古》第９辑，第

９—５３页。
参见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参见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第３章 “相关
问题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８—２７０页；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
青铜器》第４卷，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城固宝山———

１９９８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艺术和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换句话说，三星堆文化早中期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聚落

消失的现象，难以用这些地区人群迁出来解释；三星堆文化末期四川盆地即使出现

一些聚落，恐怕也难以简单用有些人群回迁四川盆地来解释。至于洪水的原因，也

难以解释四川盆地丘陵地区和周边山区三星堆文化时期聚落的消失现象，因为这些

地区不像成都平原那样会有水患的普遍威胁。唯有从三星堆国家的政治、宗教和经

济等方面寻找原因，才可能寻找到三星堆时期聚落异常现象的合理答案。

回到三星堆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话题。既然三星堆国家的都城圈以外只有极

少的聚落存在，推断三星堆国家是中央对地方实施简单掠夺统治的早期国家，应该

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在这种相对扁平化的统治模式下，统治中心位于成都平原沱江

冲积扇的三星堆国家，没有设置等级化的金字塔形的多级聚落体系，而是在都城地

区以外设置数量极少的统治据点或军事基地，定期派出武装力量在周边进行打猎、

抢劫和杀掠，将猎物、财物和俘虏带回三星堆都城所在地，用于都城地区人们的日

常消费、祭祀活动和对外交换。这些猎物除了通常的野兽外，大象应该是其中很重

要的捕猎对象，因此三星堆遗址才能够出土如此多的象牙。这些财物最重要的是粮

食和饰件，它们是支撑三星堆国家运转的物质基础，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大量海贝

也可能是掠夺而来。而俘获的人口除了用于三星堆国家祭祀和生产活动外，可能也

是三星堆国家用以换取其他地区贵重物品的一种资源。①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双手捆

缚的裸体石人像，或许就是这些俘虏的形象。

三、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

三星堆国家中央政权的运作，尤其是位于都城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控，无论

是一种常规的分级行政管理模式，还是如上面我们分析的那样，是都城加少量派出

据点的军事化管控模式，都离不开国家拥有的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如果有这样的

具有威慑和征服实力的武装力量存在，三星堆国家就能对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乃至

于更遥远的川西北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前缘地带实施强力管控，才能够使得原先曾经

一度分布着许多城邑和村落的区域，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就没有或只有极少的村落。

换句话说，宝墩村文化时期的城邑和村落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全都变成了废墟，又

没有相应的新城邑和新村落在三星堆文化区出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三星堆国家拥有能够遂行国家暴力的武装力量。

令人疑惑的是，如果我们设想三星堆国家拥有足够控制整个四川盆地的相对强

大的武装力量，就应该有能够说明这些武装存在的物质遗存的证据。但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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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星堆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外来高级物品，这些物品除了掠夺的战利品，应该有相当部
分是通过交换得来的。



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还没有发现实用的青铜兵器，只在三星堆埋藏坑中出土有
类似无胡戈造型的礼仪性青铜仪仗，以及类似柳叶剑造型的带鞘剑和玉剑，似乎折
射了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所用武器的点滴信息。

在１９８６年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中，曾经出土过相当数量的非实用的铜戈。一号坑中
出有这类铜戈４４件，二号坑中出有这类铜戈１７件，２０１８年新发现的埋藏坑也有这类铜
戈发现。这些铜戈都经过火烧，有的已经几乎完全被烧熔。铜戈的质料都很轻薄，锋部
和刃部也不锋利，原报告将其归入非实用的 “仪仗”类，无疑是正确的。① （图６）铜戈
造型都为上下对称、刃呈连弧形、本阑一体、本部圆穿、内部长穿或无穿的双翼无胡
曲刃戈，这类戈大致有两类，一是窄阑或窄本的大连弧戈，二是宽阑或宽本的小连弧
戈。这些铜戈的安装应该与通常的无胡铜戈一样，先将铜戈的内部插入戈柲上端的槽
孔中，再以本部圆穿为中心，用绳索通过圆穿上下斜向绕过戈柲和戈内，固定戈头并
捆缚牢固后，即可使用。这些礼仪用戈平时可能是插在神庙门口或神庙殿内木架上的
仪仗，举行宗教祭祀仪式时才发给参与仪式的相关人员使用，故神庙失火后，这些竖
立在空中的戈都被火烧得很厉害，以至于不少铜戈都被烧熔了。三星堆埋藏坑的仪仗
用戈，尽管不能用于实际作战，它们却应是仿照三星堆人实用铜戈而铸造，或以实际
的铜戈为蓝本，再加以改造、简化和美化 （如连弧的双刃造型）的产物。

图６　三星堆与金沙村铜戈的比较

　　　注：１、２、３、４分别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５６页图三二·１、２、６、３；５、６、７见 《金沙：再现辉煌的

古蜀王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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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５４—６０、２８３—２９５页。



鉴于三星堆埋藏坑用作仪仗的铜戈数量较多，在以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金沙村

遗址祭祀场所也发现了一些这类铜戈，① 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军事社群以戈作为主要

的武器，应该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推测。

三星堆人的主要作战长兵器是戈，但随身佩带的短兵器则应该是铜剑。三星堆

二号坑出土一件模仿插有双剑的铜剑鞘模型，原报告称之为 “人身形牌饰” （Ｋ２
（３）∶１０３－２７），② 报告将剑鞘中的两柄柳叶剑的剑柄当成了人或动物的两条腿，

因而将器物上下放颠倒了，没能识别出器物的用途。胡昌钰等注意到原报告此器的

摆放方式与器身上装饰纹样的矛盾，认为 “铜牌饰正确的放置法应 ‘双腿’在上，

‘双腿’因此应改称为 ‘双柱’”。③ 我们尽管不赞同该文作者将该铜器主体视为山

体的抽象形态，将双柱视为太阳神话中扶桑和若木的简化的观点，但该器的正确放

置方式应该与器身上鹳鸟纹的方向一致，这个认识却是非常正确的。王炜也主张该

铜器应该是双柄在上、正立鹳鸟纹的放置方向，并进而通过该铜器与以后金沙村遗

址等出土玉剑鞘和铜带鞘剑的比较，推断该铜器表现的是带双剑的剑鞘，上宽下窄

的亚腰形铜壳表现的是剑鞘外表，上面的两根柱状物表现的是两柄柳叶剑的剑柄，

并推测该带鞘双剑当初可能佩带在铜立人一类立人像的背部或腰间。④ 笔者赞同这

种意见。（图７·２）

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有柳叶形剑的使用。在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出过一柄柳

叶形玉剑 （Ｋ１∶２８０），剑的前锋已残，两侧缘有刃，后端柄部有一圆穿，残长２８．２
厘米，如果加上残缺的剑锋，就与后来通常的柳叶形铜剑长短差不多。⑤ （图７·１）

该玉剑与后世通常铜剑不同的是，剑身一面微鼓，另一面微凹，这种做法在早期的

玉凿中可见，这是最初玉器模仿骨器做法的遗痕。利用大型动物骨骼作为武器、工

具和装饰品，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那时的人们在敲骨吸髓的

过程中，首先会发现那些呈尖锐状的断裂端很方便作为某种用途的工具，以后就刻

意用某种方式敲砸骨头以便形成某种裂面的器具；在磨制技术发生以后，人类就会

磨制剖开股骨一类骨料尖锐的一端，以便能制成骨匕或骨凿一类骨器；以后的人们

如果再进一步将器的前端磨尖，两侧磨成刃缘，后部留下捉手的部位，就可能制成

骨剑一类器具。制作一柄有一定长度的骨剑需要优良的骨料，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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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铜、玉剑及剑鞘

　　　注：１、２见 《三星堆祭祀坑》第９７页图五○、第１８５页图一○二；３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１５５页；４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十二桥》，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７页图八七·５。

进行加工，因而骨剑一类器具可能较早就成为当时上层佩带的具有礼仪性质的武器，

以后才有仿照骨剑制作的玉剑。如此模仿具有相当高程度的仿真性，就连骨剑特有

的凹弧形髓腔和凸弧形外壁也都照旧表现。这种玉柳叶剑当然不是实用兵器，但这

些礼仪性质的兵器应该仿照本来具有实用功能的骨剑制作，当三星堆人掌握了青铜

铸造技艺以后，仿照骨剑或玉剑制作青铜剑也就在情理之中。江章华曾全面收集柳

叶剑的资料，推断三星堆一号坑玉剑 “便是后来巴蜀式剑的前身，在一号坑的时代

应有了相应的青铜柳叶形剑”。① 这个推断是可以成立的。

三星堆人的统治阶级在礼仪场合使用玉石剑，但在实际生活中则应该使用青铜

剑。在三星堆文化以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青铜剑已经有了一些发现，如在四川成

都十二桥遗址就曾经出土过一柄青铜剑 （ＩＴ４ （１２）∶５），其年代属于该遗址的早

期即十二桥文化时期；② （图７·４）另在相当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陕西宝鸡 国墓

地，基本上每座随葬铜兵器的墓葬中都会有一柄铜剑，有的铜剑还有镂空铜剑鞘。③

然而，在十二桥文化同时期的成都金沙村遗址祭祀场所，出土了多件礼仪性铜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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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四川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１期；《巴蜀柳叶形剑
研究》，《考古》１９９６年第９期。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十二桥》，第１１６—１１７
页，图八七·５。
参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上册。



一件可能是实用的铜戈，却未出土铜剑，只出土了两柄玉剑和两件可以各自装五柄

玉剑的玉剑鞘。由此可以反推，只发现了玉剑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尤其是在后期，

三星堆人的武装应该也装备有铜剑。（图７·３）

如果三星堆埋藏坑较多使用戈这种长兵器作为象征武器的仪仗，只有最高统

治者的形象才佩带剑这类短兵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而推测，三星堆国家实际

存在的武装力量的武器配置，领帅的军官可以佩带着插在剑鞘中的多柄铜短剑，

他们统帅的士兵则主要手持戈这种兵器。在青铜器具还没有普及的时代，精工制

作的实用铜兵器一般不会轻易挪作他用，三星堆文化时期是青铜器尚未广泛使用

的时代，当时的军事社群用精致的实用铜兵器而神职社群使用轻薄的非实用兵器，

这也在情理之中。三星堆文化以后的十二桥文化，青铜器的使用比三星堆文化普

遍，但那时的人们仍然很珍视实用的铜兵器，金沙村遗址祭祀区 （原梅园地点）

出土的铜戈形器基本上还是没有开刃的弧刃无胡戈，只有一件通常造型直刃无胡

戈，后者虽刃部较薄，但却 “器表未作处理，制作上显得较为粗糙”，① 恐怕也非

实用的铜兵器。

我们知道，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据不完全统计，象牙数量达４９８
根，当时三星堆人应该捕获甚至饲养着大量的大象。三星堆人没有引进和驯养马，

大象这种长着很长獠牙的大型食草动物，可能也会被赋予力量和勇武之类的象征意

义。已经发现的三星堆埋藏坑，坑内埋藏的器物之上都铺着一层象牙，其中一号坑

１３根，二号坑６０根，三号坑１０４根，四号坑４７根，七号坑６２根，最多的八号坑

的象牙达到３１２根以上。② 在三星堆有规划挖掘和埋藏的六个埋藏坑中，物品的掩

埋颇有规律，都是先放置需要掩埋的各种材质的器物，再在器物上放置数量不等的

象牙，然后才倾倒烧毁的木质像设和建筑构件形成的炭渣和建筑废物，最后才填土

掩埋。③ 这种将象牙堆积在坑内器物上面的现象，可以理解为用象牙或大象守护这

些被埋藏的物品，象牙具有后来军营的 “牙旗” “牙门”或官署的 “牙门”即 “衙

门”之牙字的守卫寓意。按照现在主持和参与三星堆埋藏坑考古发掘学者们的认识，

三星堆埋藏坑是毁弃神庙陈设和器物的掩埋坑，那么，这些用来守护埋藏坑的象牙

应当与埋藏坑内的其他物品一样都来自三星堆人的神庙。可以想见，在当时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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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神庙和宫殿等重要场所的门前，有可能本来就罗列有成排的象牙甚至有驯服的
大象在那里。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同时甚至更早，其他地区已经存在使用驯服大象的
事例，如果三星堆的人们已经驯化大象，就不能排除他们将大象用于军事的可能性，

或许三星堆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就有乘坐大象作战的部队。《吕氏春秋·古乐篇》说：
“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一般都将其解释为商人驾驭着大象，去征伐叛逆的东夷
族群。那么，与商代基本相始终且存在联系的三星堆国家，他们的军队中也有乘坐
大象的分队，也就不奇怪了。东周时期的楚国，也还有用尾巴上点着火的大象冲击
吴国追兵，以延缓敌军追击的案例，① 与之相邻且气候更加温润的长江上游的三星
堆国家，他们的军队也应该能够使用象兵。

由于三星堆国家拥有相对强大的武装力量，因而他们可以对周边地区族群和古
国发动武力征服。在三星堆国家与周边族群和国家的战争中，必然会有许多死伤和
俘虏，这些俘虏不一定都会被立即杀死，也有可能被用于祭祀活动和生产活动。在
三星堆国家的都城内，不仅有扎辫子的辫发人和把头发挽起的笄发人，还有一些被
三星堆国家强力带到三星堆都城内的外地人。这些人们头发原先的式样不清楚，但
他们都被迫将头发解开，呈现散发的状态，有的头发还向上竖立或向前卷曲，头发
呈现胶结或编结若干股的现象。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散发小铜人像，有的应该就是
这些非三星堆人的形象。从这些铜人像的衣着来看，有的人还穿得相当华丽，如三
星堆四号坑出土的３件扭头跪坐铜人像 （Ｋ４ｙｗ∶６５、２４４、２６８），他们可能是被俘
获的其他国家或族群的贵族；② 有的人穿着相对简单，可能就是被俘获的其他族群
的一般人民，如三星堆一号坑卷发跪坐人像 （Ｋ１∶２９３）。③ 这些人在三星堆铜像群
中，大都从事着负重等劳役工作，如扭头跪坐铜人像，他们穿的衣服的衣襟和袖口
都有花边，应该属于非三星堆人的外来族群的上层人士。

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邑聚集中在三星堆中心都城周围的现象看，当时三星堆人
们的社群也主要集中生息在都城周围，也就是成都平原的沱江冲积扇上。这种现象
与四川东周时期蜀国灭亡前巴蜀文化的邑聚分布状况非常相似。属于古蜀国的巴蜀
文化邑聚体现在遗址和大量很容易辨识的船棺墓地上，这些遗址和墓地在秦灭巴蜀
以前，基本上都集中在成都平原的岷江冲积扇上，主要围绕着当时的都城———成都
的东、北两面散布。分布在都城郊区以外的重要邑聚，除了成都平原沱江冲积扇上
的什邡城关镇墓地外，就是靠近盆东岭谷地区的四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该遗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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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入巴地，曾被误认为是巴文化遗址，① 现在已经逐渐得到纠正。② 此外，在重
庆以东的长江沿线，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既具有浓厚楚文化因素又有巴蜀文化因素的
遗址和墓地，这些沿江的聚落，除了少数是楚国一度深入后的遗留外，其他应该都
是巴国的墓葬。笔者曾经写文章论述，东周时期的开明氏蜀国的军事力量 “五丁力
士”，平时都集中在成都及其附近，遇有重大战事时就由蜀王亲自领军外出作战，战
役完毕后又返回成都驻地。蜀国国王管控地方严酷，秦灭蜀前夕，司马错与张仪在
秦都的朝廷辩论中曾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
秦攻之……不伤众而彼已伏矣。”（《战国策·秦策一》）因而秦灭巴蜀后，巴蜀各族
群对秦国统治普遍认可，巴蜀文化也因此发展到了顶峰。③

商代的三星堆国家与东周时期的开明氏蜀国，他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武装
力量的情况是不是也基本相同呢？

结　　语

三星堆文化是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最早的青铜文化，是该区域最
早出现唯一性中心都城的早期国家。这个国家的中央政权结构系世俗贵族与神权贵
族共同执政，绝对王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还没有确立，直到三星堆文化末期才发
生了争夺绝对权力的内部争斗。整个国家对地方的管理采取的是国家都城集中全国
军队进行威慑，定期派遣军队外出征伐，并在势力范围的要地建设少数据点驻军的
直接统治方式，还没有采用多级官僚管理地方的金字塔形网络结构模式。在这种情
况下，将三星堆国家称之为 “三星堆王国”，认为它属于 “广域王权国家”，恐怕也
未必恰当。三星堆国家具有不同于后世绝对王权或中央集权国家的早期国家的自身
特色。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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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编著：《宣汉罗家
坝》，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３５—３３７页；刘国祥、李宏飞：《论罗家坝 Ｍ３３
的墓葬形制及文化属性》，《江汉考古》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参见彭思宇：《宣汉罗家坝墓地再研究》，《四川文物》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参见孙华：《巴蜀文化铜器初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６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２７—１５３页。


